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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底，我们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国家安全年度概览”项目组向社会公布了“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调查研究结果：（1）日本政府“购岛”引发中日钓鱼岛危机；（2）中菲黄岩岛对峙；（3）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服役；（4）薄熙来事件；（5）王立军叛逃外国驻华领馆；（6）中共十八大召开，最高领导层顺利交接；（7）新疆和田劫机事件；（8）三沙市成立；（9）“黄金大米”事件；（10）韩国海警杀死中国渔民。现在，回读这一调研结果，我们有以下几点感想。
一、“钓鱼岛悬崖”演变成“钓鱼岛战火”的可能性陡增
近年来，中日两国钓鱼岛争端不断升级，2012年更因日本政府“购岛”的错误决策使这一争端演变为剑拔弩张的危机。对此，中国民众和专家看得非常清楚，因而我们项目组收回的问卷几乎都把“日本政府‘购岛’引发中日钓鱼岛危机”列入“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从而使其高居榜首。在填写“原因”一栏时，不少人指出了这一危机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明确认定这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安全和主权安全的重大问题。例如，中国社科院专家在返回的问卷中指出，此事“关系到领土、领海等问题，意义重大”。广东某高校专家在问卷中写道：“这将是一个会持续爆发出热点、难点的问题，考验的是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智慧及大战略。”
借用美国人在描绘其财政严重危机时使用的“财政悬崖”一词，我们可以说2012年的钓鱼岛危机也是一个彰显危机也隐藏生机的“悬崖”，即“钓鱼岛悬崖”。
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上，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都十分克制、忍让。虽然这种做法不断受到本国不少民众的指责，但中国政府还是承受着越来越沉重的舆论压力，从长远和宏观的战略高度认识和处理各种争执，以免激化矛盾、引起冲突。这一点也体现在处理中日钓鱼岛争端上。反观日本政府，不仅不理解中国政府的良苦用心，反而还在2012年错误地做出了由政府购买钓鱼岛的决定，从而使局势严重恶化，陷入危机。更有甚者，中国海监船编队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毗连区巡航时，日本海上自卫队飞机竟飞到海监船编队上空盘旋；中国海监飞机在东海海域上空进行例行巡航时，日本航空自卫队认定其“目标指向钓鱼岛”，出动F－15战机进行拦截。如此等等，都在不断把事态引向军事冲突，使两国行走在“钓鱼岛悬崖”边缘。

纵观2012年延续到2013年的中日钓鱼岛危机，日本依然是主动出击，中国是依然是被动应对，危机的根源是日本政府得寸进尺、不断逼进。从年后最新形势的演化来看，日本政府不仅不可能在钓鱼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而且还可能进一步向前逼进。中国政府虽然非常不愿意看到钓鱼岛争端演变为军事冲突，但也不得不进行军事斗争的准备，也可能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虽然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钓鱼岛之战”的爆发，但当前却难以排除中日两国从“钓鱼岛悬崖”坠落、走向“钓鱼岛之战”的可能性。如果真是这样，“钓鱼岛战火”便将成为2013年中国国家安全的头号事件。

如果说去年的形势使中国民众、专家及我们项目组成员一致认定“钓鱼岛危机”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国家安全大事，那么调查结果公布后的事态发展则使我们进一步认定把这一事件排在首位十分正确，同时也使我们越来越担心这一危机将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刻演变成某种形式的军事冲突甚至局部战争，从而由“钓鱼岛悬崖”演变为“钓鱼岛战火”。
虽然许多专家学者总在用“擦枪走火”来描绘中日未来战争的导源，但我们认为，如果战争降临，那么绝对不会是因为“擦枪走火”，而必然是两国“深思熟虑”的战略性选择，所不同的依然如旧：日本将是基于扩张野心的主动选择，中国还是不得已的被动选择。一年多来，日本通过陆海空多种形式军演和调动，已经磨刀霍霍；中国无论是政治动作还是军事准备，也已严阵以待。无论是主动方还是被动方，战争无疑是一个前景莫测的“高危动作”，结局很难说谁输谁赢，而只会两败俱伤，因而两国都需慎之又慎。对此，有国际关系领域的年轻学者在调查问卷中写道：钓鱼岛之争“有可能导致中日之间的战争，虽然可以通过战争严惩日本，但中国也会有不小损失。”也有普通公民认为，“中日是经济大国，因日本的行为导致双方对峙，两国关系恶化，严重危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还有女性学者指出：“中日关系很重要，需要长期谨慎处理。”
二、海洋国土安全已成中国当前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外部安全问题

与“中日钓鱼岛危机”的紧迫性和严峻性相比，“中菲黄岩岛对峙”无疑处于次要位置，但它与“十大事件”中处于首位的“中日钓鱼岛危机”、位居第3的“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服役”、位居第8的“三沙市设立”一样，都是事关中国海洋国土安全和海岛国土安全的重要事件，并在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特别是对外安全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另外，处于第十位的“韩国海警杀死中国渔民”，虽然并非中国海洋安全问题，但也是一个海上安全事件，是中国的“涉海安全问题”。如此来看，调查结果中的涉海安全事件在“十大事件”中就多达五件，占到了一半，足见其重要性。
长期以来，中国被描绘为一个大陆国家，国土面积被不自觉地缩小为960万平方公里，多达300多万平方公里海洋领土被弃之脑后。然而事实上，中国不仅是一个大陆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国既有长达32000多公里的总海岸线（其中大陆海岸线长18000公里，海岛沿线长14000多公里），更有多达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海洋收益日丰厚、海洋开发炙手可热的今天，海洋争夺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领土之争的重心，许多国家都不仅仅是与某一个国家有海洋争执，而是同时与若干国家有海洋争执。这既是当今中国所面海洋安全问题的特点之一，也是那些与中国有海洋争执的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基本态势。这既使各国面临的海洋安全问题变得十分复杂，同时也给不同国家在维护海洋利益和安全方面进行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和谋略运用，提供了想像的充分余地和施展的广阔空间。在“韬光养晦”、“搁置争议”等良好愿望和互惠战略被他国逼进死角的时候，中国政府必将把重点放到“有所作为”上，必须在“有所作为”方面做更多更大的文章。
维护国家海洋国土的安全，当前已经成为维护我国领土安全的首要任务。为此，中国需要有与自己的海岸线、海洋领土、海洋利益相匹配的海空军事力量。在“十大事件”排名第三的“首艘航母‘辽宁号’服役”，无疑是中国海空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但这只不过是中国海空实力建设中的一小步，今后还必然迈出更大的步伐，以保证具有维护国家领海领空安全的绝对实力。对此，有军内专家在返回的调查问卷中写道：“辽宁号近几年内很难形成战力。众所周知，航母形成战力必须有三艘，履行不同任务。”但也有学者认为，“辽宁号”服役是“中国维护国防安全的一个重要步骤，其意义不在于‘辽宁号’的战斗力，而在于中国航母从0到1的突破。”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团委干部的评价可能更为全面：“大国之利器，崛起之必须，象征也罢，实力也罢，都得有。”
在发展军事实力，不放弃军事准备的同时，中国更需要继续通过各种非军事手段来应对日益复杂的海洋安全形势，有效维护自己的海洋国土和海洋利益，包括海洋领土之外的海洋利益和海外利益。去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三沙设立地级市、中国海监船和飞机接连出洋巡航、中国地图出版集团推出更能彰显中国海洋国土和海岛国土的竖版中国地图等等，都是这样一些重要的非军事措施。此外，在网上和网下、会上和会下、以及我们的调查问卷中，民众和专家还提出了一些其他可供政府参考的意见和建议。例如，针对力量分散的“九龙闹海”，不少人提出应整合海监、渔政、辑私、港管、海事、海警、海巡等机构，组建中国的海岸警卫队或海洋警卫队。
三、国内政治安全面临来自党政军内部严重贪腐的重大挑战
虽然不断提到薄熙来事件和王立军事件，会使人们有一种在揭执政党和政府疮疤的联想，但毒瘤就是毒瘤，不仅毒瘤不去必然伤害整个机体，而且不向人们说明毒瘤的危害性更难动员更多人去主动发现和摘除毒瘤。当前危害中国政治安全和整个国家安全的毒瘤，并不是某些人眼里的国内民众的越级上访、散步游行、聚众闹事、冲击政府、网上骂娘等等，而是生长在政治肌体上的毒瘤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除之不尽，灭之不绝，反复发作，危害日重，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党政军官员的贪污腐败。绝大多数群体事件的发生，其根源都在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处事不公、损害公益。薄王事件虽肇始于“王立军叛逃外国驻华领馆”，但后来揭露出来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却是如同其他贪官一样的严重贪腐和滥权。
回收的调查问卷之所以会把“薄熙来事件”和“王立军叛逃外国驻华领馆”列入其中，并使其处于第4和第5的位置上，说明受访对象对两件密不可分的重大事件的国家安全意义具有深刻的认识。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在问卷中写道：“薄熙来的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对国家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政治理论课教师认为，王立军进入美国驻华领馆是“涉外政治事件，且王为党的高级干部，性质恶劣，严重危及国家安全。”还有学者认为，“把二人合并起来比较合适，因为整个事件非常真实地反映出中国政治的原生态。”在说明挑选其为国家安全重大事件的原因时，许多人都以“负面影响大”作为回答。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专家更是言简意赅地写道：“政治安全，风险源于内部。”这个“内部”，既有党的内部，也有政的内部，还有军的内部。以薄熙来为代表的党内贪腐，以王立军为代表的政界贪腐，还有近年来揭露出来的军界贪腐，以及其中交织着的官民对立、官商勾结、官场倾轧，暴露出官场政治生态的混乱与乖戾，使国内政治安全面临来自党政军内部严重贪腐的重大挑战。古人说的好：“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数不尽的贪官、恶官、坏官，以及明目张胆的官贪、官恶、官坏，更使百姓逐渐丧失了对党政军的信任和信赖，由此严重危害到整个国家安全。从整个国家安全形势来说，当前中国是外患内忧并存，在外部面临战争危险的同时，内政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早在2007年发表于《江南社会学院学报》的《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部因素及对策探讨》一文中，本人就认定：在国内日益严重的社会对立中，对国家安全造成最严重威胁和危害的，并不是那些处于弱势的底层群众，不是下层群众在被逼无奈时的上访闹事、为匪做盗、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以及“黑社会”横行等表面现象，而是社会机制不健全造成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不公，是处于中层特别是上层的贪官污吏对国家权力的不加限制的滥用，以及穷奢极欲的暴富阶层对广大民众和公共财富的横夺暴敛，是由此造成的某种程度上的“社会黑”。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新贵和丧失道德底线的暴富阶层，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动荡和断裂的罪魁祸首。
贪腐不除，国无宁日。但是，要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保障国家安全，还必须从制度上着手，必须进行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共识，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收回来的调查问卷中，人们既对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对国家政治安全的严重冲击感到忧心，同时也对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和最高领导层顺利交接感到欣慰，认为这“对于中国国内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有年轻学者在调查中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核心，中国能否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党，尤其在于党中央。”有公安院校专家指出，这是“事关国家全局安全的根本性事件”。因此，中国的政治安全可以说是黑暗与光明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具有政治智慧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直面挑战，抓住机遇，冲破黑暗，奔向光明。
四、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中传统安全问题兀显
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多次强调当前中国面临着“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依然认为：我国面临着“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局面。但是，在这一基本判断的前提下，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中，传统安全威胁和传统安全问题近年来又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主导方面。这两个方面，在我们调查统计推出的“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中得到了明显而准确的反映。

首先，在调查推出的“十大事件”中，既有传统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前者如中日钓鱼岛危机、中菲黄岩岛对峙、首艘航母服役、薄熙来事件、王立军事件、中共十八大召开和最高领导层顺利交接等，后者如新疆和田劫机事件、“黄金大米”事件、韩国海警杀死中国渔民等。这明确显示出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基本态势中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这一重要特点。

其次，无论是从所占比例来看，还是从严重性程度来看，中国的传统安全问题都远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上。从数量上看，“十大事件”中，前六大事件是明显的传统安全问题，“三沙市设立”反映出来其实也是传统安全问题。这样一来，传统安全事件就在十大事件中占了十分之七，而非传统安全事件只有十分之三。从严重性程度看，七个传统安全事件只有一个排在第八位，其他排在前六位置，其中排在前三位的是传统的外部安全问题，排在次三位的是传统的内部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中日钓鱼岛危机”还在继续恶化，而且很可能演变成“钓鱼岛之战”；薄熙来王立军事件折射出来的国内政治不安全，并没有因为二人的下台和被处理而得到根本改善。这说明，在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复杂局面中，中国面临的传统安全问题近年来又复兀显，占居了主导地位，从而使整个国家安全形势在以往的复杂性之外又呈现出极端的严峻性。
第三，在调查统计中没有直接显现但事实上隐含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几乎所有的传统安全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非传统因素，非传统安全事件也多有传统安全的背影。例如，中日钓鱼岛危机、中菲黄岩岛对峙和三沙市设立，总体上是传统的领土安全事件，但它们却不完全是传统的领陆安全问题，而是具有非传统特征的领海安全、海洋安全和海岛安全问题。再如，中国首艘航母服役本是传统的军事安全事件，但其中无疑包含着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的安全要素。还有，薄熙来事件、王立军事件和中共十八大召开及最高领导层交接，都是传统安全事件，但其中也包含着许多非传统的安全要素，如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等对国家安全的作用问题。
当然，如果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十大事件，而统观调查问卷中反映出来的更多事件，那么还可以看到，当前的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不仅表现出传统与非传统交织、内忧与外患并存、复杂性与严峻性同在的特点，同时还有网上与网下呼应、虚拟与现实共振、极左与极右牴牾、极端民族主义与空想世界主义相冲、海外国民安全与国内国民安全并重等特点。然而对于2012年的中国国家安全来说，最明显、最突出的还是传统安全威胁迅速加重。
五、网民对调查结果的多方面反响与期许及我们应有的努力
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的调查结果发布后，引起了一些不同的反响和评论，这也引起了我们的一些新的思考。在此，我们先把共识网率先发布上述调研结果后不久的网民评价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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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到，网友对此反响极不相同，既有“冷汗”、“犯晕”、“存疑”等负面反响，也有“理性”、“务实”、“深刻”等正面反响。这种多样性反响说明，我国公民至少是网民，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认知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或者是对我们调查统计国家安全十大事件的做法和结果有不同看法。就反响最多的“冷汗”来看，国家安全在一些人心目中依然是远离人性、人情、温情而只会给人带来恐惧的事情，或者说国家安全活动还没有从过去的残酷斗争演进为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执政新理念和执政新模式。
但是，只要简单回顾一下国家安全研究的学术进程，人们就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我国国家安全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比如说，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筛选向社会公布国家安全十大事件，这在过去就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国家安全不仅是一个高阶政治领域，而且在过去一直是一个绝对秘密的政治领域。在一个政治严重不透明的时代，在一个普通国民只能绝对顺从最高决策而无权提出自己任何政治见解和意见的时代，在多数人看到“国家安全”一词只觉“恐惧”而缺乏“温暖感”甚至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下，学术在无形中被排斥在这一领域之外，学者更是避之不及。事实上，不仅中国大陆经历过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即便是西方民主国家以及中国台湾，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过相似经历。在人类陷入“冷战”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这一时期的早期阶段，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界和传媒界能够去调查研究国家安全事件，一些所谓的“安全研究”，也多是在政治的轨道上运行，而难以挣脱各自政府编织的种种“藩篱”，难以进入比政治要大得多的学术领域。虽说完全摆脱狭隘极端的政治藩篱而进入宽阔自由的学术领域，在当前的国家安全研究中依然不可能，也不现实，但当前的全球形势和中国大陆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政治进步，已使学界可以进行某种形式的国家安全调查研究了，包括进行我们已经完成的“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的调查研究。
年后1月14日《学习时报》发布上述十大事件后，在凤凰网转载所跟评论中有人两次写道：“错了！最大的是？”对于这条语焉不详的评论，我们当然知道其具体所指，也理解其对没把某件事发布为“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之一的指责，并认为这种指责是合理的。

事实上，在传媒十分发达和管控相对宽松的今日大陆，我们也知道这件对国家安全来说十分重大的事件的存在，但有两个原因，我们没有把这一事件列入其中。第一，在调查统计的材料中，几乎没人提到这一事件，因而在根据调查结果发布国家安全十大事件时，我们不能罔顾被调查者的选择而自由发挥——我们必须严格尊重调查者的选择。第二，相关事件并没有官方意见，在中国大陆媒体上还处于零星评论状态，没有正式报道，因此难以确定其真假和轻重——这一点恐怕是我们项目组成员与广大被调查对象的一种共识和默契吧。由此也可以看到，当前的政治环境虽然使我们可以进行目前的这种调查研究，但还没有达到使调查研究结果完全符合国家安全客观实际的程度，只能使调查研究的结果更好地符合被调查对象的认知和选择这一客观实际。在国家安全的公开性没有完全代替（也不可能完全代替）其秘密性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安全研究特别是国家安全现实和国家安全历史研究，都会因为材料保密和以假乱真、真假难辨等情况的存在，而难以达到完全的客观。如同哲学认识论指出的那样，在国家安全事件调查研究这一课题上，我们只能是无限地接近客观真相，而不可能绝对反映客观真相。不可能绝对反映客观真相不是我们放弃对国家安全事件进行调查研究的理由，也不是我们不去努力逼近国家安全客观真相的理由。
为此，我们努力过；为此，我们还将继续努力。
毫无疑问，就像不同的调查对象对2012年国家安全十大事件的选择和评论并不完全一致，我们在这里对这一调查结果及相关事件的评论，也只反映了我们自己的认识，既不可能是学界共识，更不可能完全符合政界意见。然而正如发布十大事件时我们强调的那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调查研究成果是学术性、民间性的，不代表任何官方意见。我们做这件事，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一形式强化全民的国家安全意识，促进我国的国家安全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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